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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突破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
路径演变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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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生态环境的先天基础和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我国生态治理困境

存在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从

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民族国家发展的长远要求出发，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条

件，先后经历了政策动员、制度规范和模式创新的困境突破之路，在统筹规划的实践中

积累了大量经验和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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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经济技术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发展和民生稳定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就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从中国政治、社会和民生发展的整体要求出发，不断深化

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认识，并逐步突破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系列困境，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

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成因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始终伴随着三大困境。 

（一） 生态资源环境基础差与生态资源需求量大同时并存

相对于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的工业化需求而言，中国是一个地大物“薄”的国家，人均资源的拥

有量大都居于世界末位。如何在保证持续推进工业化的资源供给的同时，还能保护生态资源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悖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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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态环境治理的时空回旋余地小与治理任务艰巨同时并存

历史上，先发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也都因此引发了一系

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日本的水俣病、伦敦的酸雾、美国的洛杉矶光污染等等。但是它们可以

利用先发优势及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污染物或高耗能污染产业的迁移转嫁资源环境危

机。同时，工业化早期的工业污染物及资源环境破坏的力度和广度相对单一和有限，生态环境污染

的影响面、关涉的深度和广度有限，治理的技术难度和治理过程所需要牵涉和影响的社会利益的

博弈也相对较小，治理成本相对较低，治理任务也相应较轻。中国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后发工业化

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方，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缺少外部转移的

可能性。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离“天花板”越来越近，治理任

务紧迫而繁重。 

（三） 生态环境治理难度高与治理手段相对有限同时并存

我国工业化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都指向了赶超式的现代化。速度压力必然传导到社会系统

的方方面面，导致社会内部的各种要素，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不能正常发育，从

而导致各种损害资源环境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并不断累积成为压缩性生态问题，增加了破坏的强

度和广度，也增加了解决的难度。随着污染和破坏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环境问题影响的领

域不断扩大、影响深度不断增加，治理所需要的技术难度越来越高，利益关涉方也越来越多，治理

难度不断增大。

理解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困境，首先需要理解这三大困境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必

然性表面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基础；二是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

但是实际上，前者的影响是因为后者的存在才呈现出来的，即中国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在中国特殊

的现代化的维度上才呈现出来的。所谓的生态问题必然是在人类实践的尺度下才成为问题，自然

本身无所谓优劣好坏。作为五千年的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

的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基本停留在自然农耕状态。人们对生态环境关注的核心指标是相关的自然资

源和环境供给是否能够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如农业产出效率、资源供给规模、环境对生产布局

的优劣等。

1949年以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处于不断的退化之中，主要原因是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以

及频繁的战争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规模增长迅速，解决人口温饱①问题的根本途径

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这种局面必然加重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决策砝码。人口激增

的情况下，没有化肥的追加，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粮食增产的要求；没有化工业的发展，也无

从解决大规模增长的服装要求；没有工业化也无法解决大量人口的居住及出行。因此，对于新中国

来说，无论是国家安全、民族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改善都需要依靠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

工业化是新中国必然的选择，而我国的工业化则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方面，生

态环境问题本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即是从人类工业化进程加速开始。上个世

纪 60年代前后，大量有识之士就开始反思现代化对于人类生态的影响。比如，美国生物学家蕾切

尔·卡逊（Rachel Carson）、萨缪尔·海斯（Samuel Hays）等。而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后发国家，工业化

必然加剧生态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的基础积累无法依靠外部输入。

作为人口大国、资源人均小国，工业化的物质性基础的资源需求量极大，而由于冷战思维及利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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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些资源的需求都不可能依靠外部输入获得，因此，只能加大内部自给，加大国

内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负荷。第二，工业化的基础决定了资源利用率低下。工业化的起步不同于传

统农业，工业化的核心是利用机器制造带来的规模应成倍地提高效率和产能。相比较农耕产业，它

需要的起步门槛较高，其中最核心的是受教育的人和现代科技，而这是新中国所缺乏的，因此，中国

工业化初期的单位效能极低，也必然加剧资源利用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的攫取，加重了生

态问题。第三，中国工业化的后进地位决定了资源环境是唯一的比较优势。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在所谓“公平”的世界市场中的困境在于：市场交换的核心是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只能是相对廉价的资源和环境门槛。由于身处国际垂直贸易体系的下游地位，导致这样的交换模

式的固化和惯性必然是长期性的。这些都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必然成为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

面对的沉重代价。 

二、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突破的路径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特定历史阶

段和历史方位存在的内在冲突的体现。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生态环境

治理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统筹规划，并探索从文明维度的提升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角度寻求

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路径。这个过程如果综合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压力和

国际协作程度等维度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大致有三个阶段。 

（一） 以政策动员为主要治理手段，以解决生存性生态环境问题为主要目标（1949—1978）
所谓生存性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以满足一定生态环境中的人类群体的基本生存为参照而呈现

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是否能满足基本的居住改善和饮食饱暖和生产资料的供给。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国内看，由于生存性压力的巨大，造成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无疑是排在

其他社会发展需要之前的主要矛盾，是党和政府的核心要务。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满足基本生存

资源也是关注焦点，无暇从人与自然和谐层面系统思考。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是很难被纳入党的

事业布局中去的，也很难被纳入人民群众的需求视野，因此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边缘化也是必然。

从国际看，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也是 20世纪 60年代前后，其影响即便在先发现代化国家也

是相对有限的。实际上，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国际议题应当是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

环境大会。而此次会议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代表回国后，党和政府也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议

事日程。

因而，这段时期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主要以解决生存性生态问题为主，生态环境治

理也基本处于自发和高度依赖政策引导的状态。党对生态问题的总体认知水平是较低的，其表现

在对生态问题的存在、严重性和生态发展规律认知的匮乏。实践中的表现就是生产中几乎没有资

源成本意识，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大量存在，将“浓烟滚滚”“河海变色”环境生态污染现象赞誉为

工业化成就。“尽管在资源保护方面也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如 1950年的《矿业资源保护条

例》，1957年的《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63年的《森林保护条例等》，但总体上人们强调‘征服和改造

自然的力量’，缺乏对资源有价性、有限性、系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等认知，资源环

境保护意识淡漠”[1]。造成这种局面虽然令人痛惜，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现象存在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后非常重视山林湖川的保护。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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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

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要是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

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2] 他还在 1956年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1972年国务院

颁布了育林基金管理办法，1973年颁布了节约用地指示及森林采伐更新规程。因此我们既要看到

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由于对生态规律认识的相对匮乏而带来的生态问题不断出现和恶化的趋势，

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事业探索时期进行的水利建设、荒山治理等对于改善中国自然环境、整体上

提高中国人民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积极作用。

20世纪 70年代，国际上日益重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公害”事件，国内也相继出现了大连

湾、松花江、官厅水库的污染事件，使党和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72年我国参加了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认识到“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3]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于 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

境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

人民”的方针，并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4]。1975年我国颁布了《水源保

护工作意见》和《珍贵动物资源保护通知》。这些既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全面启动，也标志着中

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源环境保护利用意识。

应该说，这一时期总体的应对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相关的物质基础条件和对环境生态

问题认识的局限，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具体实践应对，各相关部门、机构和群体在对生态问题的重

视程度和协调统筹解决的程度上都相对较低。生态治理的主要途径是依靠政策引导和调整，治理

深度、广度和有效性都相对有限。

但是必须历史地认识并肯定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化解中国生态建设困境方面取得的成绩。这

些成绩既包括主动的政策引导和社会动员带来的实际效果，更应当包括这一时期为当代中国生态

建设困境化解奠定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业化建设为中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

提供的制度和物质奠基的功绩不可否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当代生态学者的研究都指

出，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生产方式和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但是，达到历史目标的

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必须把最高纲领和目标与具体历史阶

段的发展要求结合起来，不顾实际国情的历史乌托邦主义对于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突破有害无利。 

（二） 以制度规范为主要治理途径，以逆转生态环境恶化为主导（1978—2012）
这个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方向和重点的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压力

骤然加大。按照生态问题发展的主导因素的变化和我们党的主要应对方式，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两

个时期： 

1. 整体发展，局部恶化期（1978—1994）
1978年到 1994年之所以出现“整体发展和局部恶化”的问题，主要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调整相关。1978年之后，党中央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突出的特点是要围绕着解

决此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国强民穷”、消费领域计划失灵导致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加快

经济发展成为明显的政策重点和导向。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生态环境呈现边

建设边破坏，建设赶不上破坏的局面，因此生态环境出现整体恶化的状况。但是由于 1978年到

1984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以农村改革和农业大发展为特征的恢复阶段；1984年到

1993年前后，我国经济以轻工业、纺织业发展为主导，以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为主，因此，虽然已

经出现了点源性局部恶化的情况，但整体的状况并未恶化。这一时期国家对加强环境保护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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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部署。如，1983年提出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了“三同步、三统一”的环境保护

战略方针，以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管理的三大基本政策。 

2. 局部改善，总体恶化难以遏制时期（1994—2012）
进入 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和系统的认识。这

既是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的警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与世界的联系不断

加深，国际上影响日渐兴盛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对中国影响不断增加的结果。这个阶段最具标志性的

事件是 1992年中国在参加了里约环境发展大会之后，提出了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并在 1993年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促使党的领导干部转变过去形成的将“发展

是硬道理”解读为增长是硬道理，将发展和社会、生态保护对立起来的倾向。1994年 7月 4日，国

务院批准了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1994年到 2012年，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全面发展和加速发展阶段，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影

响不断加深，伴随着快速扩张的经济总量，生态环境污染的面在不断增大，量在不断增加，污染源日

趋复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

一方面，重工业和城市化的同步加速，既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都

在不断加剧。淮河特大污染事故、长江、松花江洪涝灾害等恶性环境事件不断警醒中国。2007年

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主编的《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中指出，中国生态环境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边治理边破坏、治理与破坏同步、破坏大于治理”……“生态、环境日趋脆弱的

状况，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5]6-7 书中列举了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

一系列表现，包括：森林—天然林锐减，功能明显弱化；水资源—既短缺，又污染，危机已露端

倪；湿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区域干旱进程加快；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粮食安全受到

挑战；草原—大面积退化，功能减弱；大气—污染加剧，成为一大公害；生物物种—持续减少，

不少物种濒危；冰川—融化幅度剧增。[5]7-18 虽然从纵向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不断提高，但

总体上仍然是以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产出、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

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中对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及常用有色金属的平均消耗强度高于世

界平均 90% 以上。单位 GDP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是发达国家的 5倍左右。而单位 GDP的废水排放

量是发达国家的 4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 8倍以上。这个时期，我国生

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总体恶化

的趋势难以遏制。

另一方面，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速度，也使得处于全球产业结构下游的承接产业

转移和集聚的中国的生态环境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大。国际资本在国内生态环境的各种压力不断增

加的情况下，通过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环境危机，保持其既得利益的

做法，客观上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尤其是 1978年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

主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也导致我国是高污染、高耗能

行业转移集聚的中心，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更为严重。

这一时期也是党和政府对生态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和自觉认

识和把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仅生态环境保护被提高到了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环境保护

措施不断增多，实际执行力度也在增大。这个阶段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第一，1995年，十四届五

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将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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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一贯提法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将原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正部级）

直属国务院机构，撤销原环境保护委员会，其协调职能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承担；2002年党的十六

大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纳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

2003年之后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升华。科学发展观使得生态文明从

一般性的环境保护思想上升到了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将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国家发展

的核心目标，实现了人类文明观念的创造性提升。科学发展观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阶

段，奠定了我国资源环境保护事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起点。2005年 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

会上，胡锦涛首次发出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了“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其实质就是要在当代中国建设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

大在明确“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发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表

明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先在性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

然生态环境不仅被嵌入经济活动中，更被纳入到社会总体结构中。这一时期，我们党也多次明确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生产、生活及生态的协调统筹、相互支撑，必须要走

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生态困境的破解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观念、制

度层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 以完善制度约束和开启现代化治理模式创新探索，以解决发展性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

（2012—）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

下，我国生态问题的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系统性、全局性的飞跃。

主要表现在：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十九大报告

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千年大计”的高度，并且写入党章和宪法中，上升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

意志，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第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进一步明

晰化和系统化。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六条原则。这六

大原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六大原则既明确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要求，也明确了“两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既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指向，也指

出整体统筹是根本方法；既强调国内治理的法治原则，也指出全球层面的责任担当的必要性。第三，

逐步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中提出要确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5年 4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又相继出台了六个配套方案，逐步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按照“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闭环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构筑起由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

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习近平进一步批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6]

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系统的点面布局基本形成，构筑了生态治理的有效制度屏障，解决了以往存

在的制度碎片化，盲区较多的问题。第四，初步形成了立体化的实践治理体系。从治理主体来说，一

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生态考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监察制度，实现了

监督企业和监督党委并重的转变。落实了从环保部门到地方政府，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大环保格

局。同时在社会动员层面，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和监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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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健全的制度约束和更为有效的系统治理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取得了历史性、系统性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生

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已经得到遏制，进入了稳中向好的阶段，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有望得到根本

性突破。这种可能性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的转化，进入了更为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

量阶段；我们党经济社会治理能力治理水平逐步现代化；“绿色”成为贯穿两个共同体的内在维度；

我们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成熟，形成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系统方法。 

三、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突破进程的启示

虽然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成绩，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实现了“稳中向好趋势”，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有望得到根本性突破，但仍然有大量有待克服

的阻碍和新旧危机，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因此，明确指导思想，认真总结经验，实现生态治理的

思想、制度和路径创新，仍是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突破的重要课题。 

（一） 必须明确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

生态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国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现代化的先天基础薄弱，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化所要求的内部人才、

技术、观念的相对落后，也体现在现代化所要求的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因此更需要倍加爱惜。无论

现代化的进程如何，资源环境始终都是制约性因素，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式都需要与资源环境相负

荷，超过资源环境承载的发展，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古巴比伦文明的

灭亡、楼兰古国的消亡，近现代大量的生态难民，都可谓殷鉴不远。

2013年 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同时，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必然要求。中国

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反复重申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

现代化必然要以民生福祉为归宿，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它

的发展目标是多维一体的，即围绕人民幸福的富强、民主、和谐、繁荣和美丽的整体发展进步。其

中必然包括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在 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底线。” 

（二） 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始终需要保持清醒和定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或隐或明地流行着一种观点：生态环境治理必然要走一

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且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托市场，依靠经济手段进行调解。但是，无论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还是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都可以看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西方

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修补时的成本远远高于当初创造的财富，而类似于水

污染、土壤污染和重金属污染也积重难返，难以恢复。中国是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能源资源

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如果不顾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

计代价发展，不转化发展思路，无疑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 1月在云

南视察工作期间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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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7] 在谈到国家发展的根本道路时，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和

民族必须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清楚了才能保持清醒和定力。实际上，在生态环境治理

的问题上，也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不能放弃自身已经获得

理论和制度成果，要充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的原则指导下，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

资源能源利用方式和结构，改变生态资源环境的空间布局，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探

索一条破解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道路。 

（三） 破解生态治理困境的根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说到“在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的人，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

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

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 从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看，对待生态问题既不能持浪漫的历史乌托邦观

点，不顾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拒斥工业化发展，也不能把全部的社会生产力都转换

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增长观，社会主义是要超越工业文明

的物质发展观，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人类真实需要的文明。历史唯物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人是自

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通过社会劳动使自然成为人无机的身体。人既不是被大自然盲

目力量统治的奴隶，也不可能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统一的。以人类既

有的生产力完全可以利用自然满足人类真实的需要，但仍然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通

过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刺激人无限的攫取欲望，使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和对立。也正是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视角下，我们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

基础，也是突破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利于生态环境治

理困境的突破。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发挥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的优势，化解由于赶超型现代化带

来的错综复杂的压缩性生态问题中牵涉的利益各方，减少无谓的消耗。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有助于

凝聚破解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各方力量。以生态治理主体的发展看，中国已经从建国初期主要依

靠党和国家政策引导，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和企业双主体，再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元

主体，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位一体的广泛的生态环境多元治理主

体。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中国作为唯一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

的国家，本身就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尺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明确把“绿

色”作为基本维度，对于凝聚共识，形成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既是对人类未来的负责，也会逐步减

轻中国生态环境压力，从而破解生态治理困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标志着中国共富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导下，我们党将不断汲取近百年来革命和建设包括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努力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不断击退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之路上各种“拦路虎”，实现美丽中

国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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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ath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 Xiao-yu1，YUAN Li-hong2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57061, China）

Abstract： The  innate  found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pec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determine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Dilemma. CPC has Proceeded from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of Marxism,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long-
term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tate,  and  combined  with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PC  has  also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dilemma  of  policy
mobilization,  system  standardization  and  mode  innovation,  and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n the practice of overall planning.

Key words：industrialize；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dillena；break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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